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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供养公务员是否拖累了中国企业？

唐飞鹏＊

　关于政府规模对区内企业的影响研究，学者们大多关注

财政规模，未见涉及人员规模。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 “官民

比”对区内企业有显著反哺效应，这一结论在实证上是稳健的。“官民

比”对企业利润存在双向作用机制，包括线性的增税效应和具有门槛

特征的公共品供给效应。反哺效应具有地区和企业异质性，分别显著

发生于低腐败率地区、中西部地区，显著提升了小型企业利润。但是，
“官民比”过高也会造成地方财政支出的效率损失。

　政府规模，“官民比”，企业利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一、引　　言

公务员编制规模是中国社会舆论长期关注的敏感话题。坊间流传着 “中

国２６人养１名公务员 （１∶２６）”、“１∶３４”、“１∶１９１”等关于 “官民比”的

各种版本说法。公众和媒体一贯认为中国政府部门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和官满为患等问题，给企业造成了过大供养负担并拖累了企业发展，故而极

力主张精简人事规模。然而与之相反，程文浩和卢大鹏 （２０１０）等大多数学

者则批驳了中国财政供养规模 “过大论”，认为 “官民比”处于合理区间。中

国近几次政府机 构 改 革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和 “十 九 大”报 告 仅 侧

重于人员编制的部门结构调整或统筹使用，对编制总量规模基本采取 “只控

不减”的做法，在缩编改革上并无明显作为。可见，公众和学者、政 府 对 中

国 “官民比”的评价仍有较大争议。

不同于国外政府以财政预算约束供养规模，中国政府编制管理采取中央

集权式的统筹 规 划，对 编 制 数 量 实 行 总 量 控 制 和 分 类 管 理，从 全 国 向 地 方、

从一级政府向本级职能部门进行 “分蛋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地方

政府 “官民比”由 “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意志决定 （王艺明等，２０１４）。中

＊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通 信 地 址：广 东 省 广 州 市 天 河 区 暨 南 大 学 经 济 学 院，５１０６３２；电 话： （０２０）
８５２２６０６０；Ｅ－ｍａｉｌ：ｊｎｕｔｆｐ＠ｊｎｕ．ｅｄｕ．ｃｎ。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７１８０３０５９）、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１７ＹＪＣ７９０１３８）和中央高校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 金 的 资 助。衷 心 感 谢 匿 名 审

稿人和主编老师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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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因素法转移支付分配方案主要考虑财政供养人口 （贾晓俊和岳希明，２０１２），

在此激励下，地方政府总是积极向上寻求更多的雇员编制指标。因而，政府

编制指标分配实质上是一场同级或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 “讨价还价”的主

观博弈 （徐刚和徐增辉，２０１４）。

政府规模在量的方面包括财政规模和人力规模。以往的经济学者大多关

注政府财政规模，并 以 预 算 内 财 政 支 出 或 财 政 消 费 支 出 占 ＧＤＰ之 比 来 衡 量

（马光荣和李力行，２０１２），而较少研究同样重要的政府人力规模。财政供养

人员是政府发挥职能的经办人和执行者，是各级政府的行政之基 （程文浩和

卢大鹏，２０１０）。而且，长期以来中国央地之间财权与事权的错配，使得以财

政收支来度量地方政府规模可能失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力规模比财

政规模更能反映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体量。

在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的共同驱动之下，“官民比”一直是政治学和行政

学研究的焦点问题。有大量文献集中于对 “官民比”适度标准或把握规则的

一般性规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整体 “官民比”进行水平测算与优劣

评判。与社会上的舆论批评相反，学界主流观点是中国当前的财政供养规模

总体上处于安全水平、受控状态，问题只在于内部的结构性过剩和功能性过

剩 （“三多三少”）（王振海和薛风平，２０１０；程文浩和卢大鹏，２０１０；樊鹏，

２０１５）。也有不少实证文献专门探讨了 “官民比”的决定机制和驱动因素。国

外文献倾向于从制度角度展开分析，认为 “制度惯性”是决定政府雇员规模

变动的最重要因素 （Ｗｅｉｎ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ｒｅｎｃｅ，１９９１），比如政府对资源控制的 能

力 （Ｋｒａａｙ　ａｎｄ　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１９９５）、福利制 度、联 邦 制 政 治 体 制、地 方 官 员

选举 （Ｊｉｎ　ａｎｄ　Ｚｏｕ，２００２）、民主化进程或中央集权程度 （Ｐｅｎｎｉｎｇｓ，１９９９）；

国内学者侧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解释，认为中国政府编制规模的决定因

素包括中央政府政治操控 （张光，２００８；王艺明等，２０１４）、部门利益分化程

度、政府职能变革、官员薪酬水平、转移支付 （“粘纸效应”）（范子英和张

军，２０１０；毛捷等，２０１２）、财 政 分 权、对 外 开 放 度、公 共 服 务 需 求、市 场

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等。此外，也有少数文献从政府立场评价分析 “官民比”

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后果，比如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江胜名，２０１６）、可支配

财力的失衡 （贾晓俊和岳希明，２０１２）、行政职能的发挥或官员腐败的滋养。

然而，中国政府 “官民比”到底是 “有益品” （Ｇｏｏｄｓ）还 是 “厌 恶 品”

（Ｂａｄｓ）？已有研究大多只关注政府偏好，从职能需要、发展经济、财政负 担

等方面评判地方政府 “官民比”是否适度，而忽略了国民福利视角下的企业

立场偏好，未见探讨政府 “官民比”与所辖企业利润的内在 “政企关系”。虽

有文献认识到政府人员规模会增加本级财政供养压力进而强化对企业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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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却未注意到政府雇员也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的重要投入要素，他们

提供的公共品存量对周边企业有隐性、正向的溢出效应。再者，国外相关研

究大多基于联邦制政治理论，研究结论不可推广应用至中国。学者们对中国

地方政府人力规 模 的 度 量 口 径 有 明 显 差 别，采 用 的 指 标 数 据 仍 有 较 大 争 议。

本文将尝试在以上方面寻求改进和创新，致力于揭示中国地方政府 “官民比”

对辖下企业利润的影响方向和传导机制，以期回应社会和学界对于 “大政府”

和 “小政府”的争论，这对中国 政 府 编 制 的 总 量 控 制、动 态 调 整 和 地 区 间 统

筹调配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二、研究假说

假定代表性企业进行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 （Ｃ－Ｄ）生产：ｙ＝ｋα，资本禀

赋ｋ决定着企业生产能力，α为资本－产出弹性。企业生产成本为零，那么企

业利润π＝ｙ＝ｋα。

（一）全国政府人员规模

假定中央政府对全国企业统一征收税费率ｔ，并将征得财政收入全部用于

供养全国ｇ数量公务员和进行公共投资ｐ，以向辖下企业提供公共品或服务。

公共部门就业人员没有资源禀赋，职务消费全部来自对私人部门的税费征收

（“吃财政饭”）。政府雇员越多，产生的 “人头费”支出就越多，特别是人员

活动经费 （“三公经费”）、工资福利经费和办公场所配置 （“楼堂馆所”）。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官民比”带来的消费性支出大多

归宿于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内 的 行 政 管 理 费 （２００６年 前）或 一 般 公 共 服 务 支 出

（２００７年后）支出科目。为了拟合现实，假定中央政府存在借贷行为，负债率

设为ｄ。公务员平均工资为ｗ。那么，代表性企业的税后利润函数和公务员

供养支出预算约束分别为：

π＝ （１－ｔ）ｋα， （１）

ｇｗ＝ （ｔ＋ｄ）ｋα－ｐ． （２）

由式 （２）可得：

ｔ＝ ［（ｇｗ＋ｐ）／ｋα］－ｄ． （３）

政府人员规模会线性地加重企业税负，边际增税效应为ｗ／ｋα。由于行政

权力的垄断性和监督信息不完备，公共部门可能存在权力自利倾向。有研究

显示，中国公务员的福利待 遇 （如 “五 险 一 金”）明 显 高 于 体 制 外 就 业 人 员

（翟校义，２００９），薪酬结构长期呈现为 “低工资、滥福利” （杨燕绥和张弛，

２０１５），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供养负担。雇佣人数上升还可能促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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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职能边界 （外延）和追求精细化管理 （内涵），丰富政府活动内容和事务

范畴，从而增加公共支出需要以弥补行政成本。所以认为，增加公务员会推

高企业实际税负，强化 “攫取之手”进而降低企业税后利润。

然而，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公务员的供养成本及其带来的税痛感，而 选 择

性忽略了其所提供的具有外溢性功能的公共品。财政供养人员是政府行政之

基，任何政府职能都要由公务员 来 完 成，尤 其 是 公 共 品 供 给 （程 文 浩 和 卢 大

鹏，２０１０；王振海和薛风平，２０１０）。在中国，国家机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执

行者、提供者，政党机关是建议者、监督者。公共品生产函数的投入 要 素 除

了财政支出 （物力）还包括行政人员 （人力），二者难以相互替代 （列昂惕夫

型）。部分公共基础设施虽然不是全由政府出资，比如ＢＯＴ、ＴＯＴ、ＰＰＰ等

政企合作模式，但其提供过程仍然离不开政府雇员的参与，包括投资项目招

标、组织实施、跟踪监督、质量评估检测等事务。由此提出：

假说１：公共部门雇佣规模扩张可以增加区内公共品存量。

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对企 业 产 生 效 益 传 递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９）。出 于 简 便，

假定公务员供养支出和公共投资分别以线性比率ｅ和γ生产公共品并贡献于

企业利润，则式 （１）变为：

π＝ （１－ｔ）ｋα＋ｅｇｗ＋γｐ， （４）

其中，ｅ和γ分别代表了全国公务员供养支出效率和公共投资效率。将式 （３）

代入式 （４）有：

π＝ （１＋ｄ）ｋα＋ｇｗ （ｅ－１）＋ｐ （γ－１）， （５）

其中，ｄ和ｐ视为外生。将式 （５）对ｇ求一阶导数：

π／ｇ＝ｗ （ｅ－１）． （６）

可知，全国政府人员规模对企业利润的边际影响取决于行政效率：在ｅ＞
１时，提高 “官民比”可以增进企业利润；反之则反。因而，中央政府在统筹

制定全国政府编制规模时，要重点关注政府行政效率或治理能力水平。

（二）地方政府人员规模

假设一个适度分权的央地两级财政体制，地方政府按中央统一设定的比

率ｔ征收税费，征得收入ｔｋα 分成支配，地方自留ｎ比例，剩余 （１－ｎ）上解

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在 “锦标赛”式 的 仕 途 晋 升 激 励 下，进 行 争 夺 流 动 性 税

基的税收竞争，对区内企业给予差别化税收优惠ｓ。根 据 因 素 法 转 移 支 付 分

配方案，政府人员 规 模 越 大，分 配 得 到 的 均 衡 性 转 移 支 付 越 多。假 定 中 央

按照地方公务员供养支出的ｚ比例 给 予 转 移 支 付。中 国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 实 施

的旧版 《预算法》明 确 禁 止 地 方 政 府 发 债，故 而 对 地 方 财 政 施 加 硬 预 算 约

束。那么，代表性企业 的 税 后 利 润 函 数 和 地 方 政 府 公 务 员 供 养 支 出 的 预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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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分别为：

π＝ （１－ｔ＋ｓ）ｋα＋ｅｇｗ＋γｐ， （７）

ｇｗ＝ ［（ｎｔ－ｓ）ｋα－ｐ］（１＋ｚ） ． （８）

由式 （８）可得：

ｓ＝ｎｔ－
ｇｗ／ （１＋ｚ）＋ｐ

ｋα
， （９）

该式反映了，在预算内 “以支定 收”的 财 政 思 维 下，地 方 政 府 会 将 自 身 规 模

扩大后的财政压力转嫁到企业身上，从而提高企业实际税负 （马光荣和李力

行，２０１２）。由于统一税费率ｔ是刚性的，地方政府通常选择收紧地方性税收

优惠ｓ，边际效应为－ｗ／ （１＋ｚ）ｋα。结合对式 （３）的分析提出：

假说２：地方政府人员规模上升会对辖区内企业产生线性增税效应。

将式 （９）代入式 （７），可得：

π＝ （１－ｔ＋ｎｔ）ｋα＋ｇｗ　ｅ－
１
１＋ｚ（ ）＋ｐ （γ－１）． （１０）

式 （１０）显示，地方政府人员规模对区内企业利润的微观传递可分解为

正反两面：一是增加非生产性行政成本进而抬高企业实际税率 （假说２），二

是增加对企业有正外部性的有效公共品供给 （假说１）。对于企业而言，可以

获得所在地政府人员创造公共品的价值外溢，但其代价是要接受财政供养负

担所对应的税收成本。虽然税收本质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企业所

费与其从公共品共同消费中的所得是非对称的。因而提出：

假说３：地方政府人员规模对企业利润的净效应取决于其对公共品和税负

双向影响的力量对比及演变特征。

如果其他变量均为外生，那么净效应是式 （１０）的一阶导数：

π／ｇ＝ｗ　ｅ－
１
１＋ｚ（ ）， （１１）

上式符号在理论上无法确定。事实上，公共品生产函数的线性和外生假设很

难成立，财政支出 效 率 （ｅ和γ）会 内 生 地 随 着 政 府 人 员 规 模 上 升 而 有 所 变

化，这使得净效应方向更加难以判断。

本文认为，政府人员规模对公共品存量的边际效应呈倒 Ｕ形特征：在政

府人员增加之初，行政职责的分工协作带来效率改进，边际报酬会有一段上

升过程；但是公务员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效率瓶颈 “拥挤点”，终将

导致边际报酬下降进而产生效率冲击，这是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中国政府机

构设置的 “上下对口”和 “左右对齐”特征，容易造成部门重叠、职责同构、

政出多 门，相 互 推 诿 扯 皮，从 而 降 低 政 府 行 政 绩 效 （程 文 浩 和 卢 大 鹏，

２０１０）。公共投资ｐ在现实中也非外生固定。在有限财政预算的约束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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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面临 “吃饭财政”与 “投 资 财 政”的 权 衡 取 舍。在 预 算 分 配 时，供 养 公

务员往往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财政的第一要务 （张光，２００８），以至

于在发达地区也出现 了 “预 算 内 搞 吃 饭，预 算 外 搞 建 设”的 情 况 （袁 飞 等，

２００８）。优先安排的消费性支出ｇｗ 压缩了公共投资ｐ 的可用资金，财政资源

误置必然导致经济低效率。基于上述经验认识，提出：

假说４：中国地方 “官民比”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整体财政支出效率。

接下来，将以实证方法验证理论判断与现实演进是否存在偏差。

三、变量与数据

（一）省际 “官民比”

中国官方未曾公布各省市历年的公务员数量。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的代理

数据是 《中国 统 计 年 鉴》中 按 行 业 分 类 的 “公 共 管 理 和 社 会 组 织 就 业 人 员”

（程文浩和卢大 鹏，２０１０；王 艺 明 等，２０１４；江 胜 名，２０１６）。但 事 实 上，该

指标不仅来自事业和机关，还有多数来自企业，不仅属于城镇国有单位和城

镇集体单位，还有多数属于城镇私营单位；不少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具有经

营性和营利性，就业人员并非全靠财政供养，因而该指标对公务员数量及其

实际造成的财政供养负担都存在明显高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

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也即，公务员仅限于编内

公职人员，在 统 计 范 围 上 小 于 一 般 所 讲 的 广 义 的 财 政 供 养 人 员。本 文 采 用

“国家机构、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就业人员总和占地区年

末常住人口之比的１００倍”来度量 “官民比”ｒｇｐ，经济含义是平均每１００人

要供养多少名 公 务 员 （公 务 员 供 养 比）。流 动 人 口 应 当 计 入 通 勤 地 的 供 养 基

数，故而采用 年 末 常 住 人 口 而 非 户 籍 人 口。统 计 显 示，在 中 央 统 筹 规 划 下，

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全国 “官民比”的运行轨迹先抑后扬，并逐渐呈现出刚性增长

态势。公务员数据来自国研网，人 口 数 据 来 自 国 家 统 计 局 和 《中 国 人 口 统 计

年鉴》。

（二）省际工业企业利润率

令ｉ和ｔ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ｓ代表选定的２４个代表性工业 行 业；Ｒ
代表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Ｐ 代表行业 “利润总额”。数据来自 《中国工业

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和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计算思路为：

（１）地区ｉ （地理层面）不存在经济意义的利润率均衡，因而需要先计算



第２期 唐飞鹏：财政供养公务员是否拖累了中国企业？ ３９７　　

ｉ地区的ｓ行业在ｔ年的行业利润率：

πｉ，ｔ，ｓ＝Ｐｉ，ｔ，ｓ／Ｒｉ，ｔ，ｓ． （１２）

（２）为了考量地区ｉ在全国范围的横向相对差距，避免估算 值 过 于 依 赖

某个利润率普遍较高的行业，计算各行业利润率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离差：

πｉ，ｔ，ｓ＝πｉ，ｔ，ｓ－π＊
ｔ，ｓ＝πｉ，ｔ，ｓ－∑

３１

ｉ＝１
Ｐｉ，ｔ，ｓ／∑

３１

ｉ＝１
Ｒｉ，ｔ，ｓ ． （１３）

（３）将行业利润率离差加权 汇 总 为 地 区 利 润 率，权 重 为 各 个 行 业 “主 营

业务收入”的占比。ｉ地区在ｔ时期的综合利润率则为：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
２４

ｓ＝１

Ｒｉ，ｔ，ｓ
Ｒｉ，ｔ

×πｉ，ｔ，ｓ． （１４）

（三）自然资源禀赋

本文选择考虑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 然 气 开

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４类代表性的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中国矿产大多由

国有企业开采，在全国统一的资源政策下，资源产量大致与勘探存储量正相

关。本文将４类资源的工业总产值除以各省地理面积，得到自然资源产量的

空间分布密度，以此度量自然资源禀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为了考察邻里空间溢出效

应，引入３１维空间邻接权重方阵ω：当省份ｉ与ｊ有接壤时 （假定海南岛与

广东、广西相邻），元素ωｉ，ｊ＝１，其他都为０，再逐行标准化。∑ｊ≠ｉ （ωｉ，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ｔ）代表相邻地区的平均自然资源禀赋。

（四）地方官员个体特征

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借鉴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６），本地晋升的 （代）省长，政商关系可能有

别于异地调任的。为了控制地方官员的个体效应，凡是上一个在任６个月以

上 （含）的职务在本省内的，赋值为１，否则为０。此外，还考虑三个替代指

标：官员任期，若大于等于３年取值为１，否则为０，任期计算遵循四舍五入

的逻辑；官员年龄，若当年大于５５岁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官 员 籍 贯，若 籍

贯地与任职地相同取值为１，否则为０。省长信息数据由作者手工整理而得。

四、计量模型及回归分析

（一）基准线性回归

构建省际 “官民比”影响工业企业利润率的基本线性面板模型：

ｐｒｏｆｉｔｉ，ｔ＝α＋β×ｒｇｐｉ，ｔ＋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νｉ，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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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ｉ表示中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区划 （统称为省），不考虑中国港澳台地区；

西藏自治区年末常住人口 较 少，计 算 出 的 “官 民 比”远 高 于 其 他 地 区，故 也

排除以减少异方差 （ω已事先算好）；ｔ代表样本区间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β度量

“官民比”对区内企业利润的净效应。根据前人研究和经验认识，引入的控制

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除了本地和邻里自然 资 源 禀 赋 密 度、官 员 特 征，还 包 括：上 一

年 “官民比”，用于控制政府人员规模的时序基数变化；对外开放程度，是经

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 （人民币价格）占地区ＧＤＰ之比；劳动力成本，是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值；技术资本，是国内专利申请授权

量与地区ＧＤＰ之比；市场竞争，采用樊纲等 《中国市场化指数》与王小鲁等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 指 数 报 告 （２０１６）》所 测 算 的 分 省 “非 国 有 经 济 发 展 指

数”；上一年经济增长，即上一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减去１００，反映地区经济

发展的整体环境；人力资本，是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毕 （结）业 生 数 占 年 末 常 住 人

口之比；产业结构，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ＧＤＰ之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ｉｇｍａｍｏｒｅ”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 （ＲＥ）模型，

估计结果不再列出。表１报告了固定效应 （ＦＥ）模型的线性回归结果。在此

基础上，为了控制处理面板数据潜在的异方差和组内、组间自相关，本文先

使用经ＳＣＣ模型修正的固定效应 （ＳＣＣ－ＦＥ）模型作回归，再进行聚类到省份

的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观察可知，三种计量方法下所有变量的系数相同，但ｔ值有

明显差别，ＳＣＣ－ＦＥ模型和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后的系数显著性比传统ＦＥ模型大大

降低。尽管如此，６次回归的 “官民比”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地方政府

人力规模总体上增进了区内企业的盈利能力。这一结论在依次递减控制变量

的逐步回归时仍可保持稳健性。由此认为，公务员职业群体并不是拖累企业

发展的 “厌恶品”，而是具有 反 哺 效 应 的 “有 益 品”。中 国 “官 民 比”尚 处 于

规模经济区间，适度扩大公务员规模对于企业整体是有利的，带来的边际效

益 （公共品溢出）大于边际成本 （供养负担）。这恰好解释了研究假说３，可

以有效止息长期以来公众与学者对中国政府规模是否过大的激烈争论，驳斥

社会上对中国 “官民比”的负面偏激评价。

表１　基准线性回归

计量方法
ＦＥ

（１） （２）

ＳＣＣ－ＦＥ

（３） （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５） （６）

“官民比”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１２＊

（１．７７） （１．９９） （１．９２） （２．０４） （１．７４） （１．７４）

产业结构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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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计量方法
ＦＥ

（１） （２）

ＳＣＣ－ＦＥ

（３） （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５） （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２７９７　 ０．３５７９　 ０．２７９７　 ０．３５７９　 ０．２７９７　 ０．３５７９

Ｎ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注：括号中是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在可得数据条件下，提出其他５种不同口径的 “官民比”度量指标并作

稳健性检验：①机关和事业供养比，即机关和事业就业人员总和占年末常住

人口之比的１００倍；②机关供养比，即机关就业人员占年末常住人口之比的

１００倍；③国家机构供养比，即国家机构就业人员占年末常住人口之比的１００
倍；④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供 养 比，即 “公 共 管 理 和 社 会 组 织”行 业 城 镇 单

位年末就业人员占年末常住人口之比的１００倍；⑤乡镇级区划密度，由乡镇

级区划数除以地区面积得到１。结果见表２，在５种度量方案下，“官民比”的

ＦＥ估计系数均至少在５％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实证结论 “公务员反哺企

业”不依赖于核心变量 “官民比”的指标选取。

表２　替换 “官民比”度量指标

替代指标
机关和事业

供养比

机关

供养比

国家机构

供养比

公共管理和社会

组织供养比

乡镇级

区划密度

“官民比”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０２＊＊

（２．０１） （２．３６） （２．１１） （２．０１） （２．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３５１４　 ０．３３９０　 ０．３５８４　 ０．３３５９　 ０．３６０１

Ｎ　 ３００　 ３００　 ４８０　 ４５０　 ４８０

　　注：括号中是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１ 在 “上下对口”的行政管理格局下，基层政府设置与上级平行的行政部门体系，并 按 岗 位 配 备 相 应

的人员编制。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也将各省行政区划数引入编制审核过程 （王艺明等，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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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自全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以上使用的是地区宏观数据，如果改用企业微观数据能否获得一致结论？

本研究从锐思 （ＲＥＳＳＥ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取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

企业面板数据，并剔除关键指标畸高或畸低的奇异样本。企业利润率等于营

业利润除以主营业务成本。根据中国行政区划代码，将余下的１　６５４　６８７户工

业企业按照属地原则与３０个省份历年 “官民比”相匹配。统一控制的企业基

本特征均设为 “０—１”二元哑变量：企业规模，参照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中型以上赋值１，小型、微型赋值０；企业年龄，大于等于１０年取值为

１；经济性质，外 资 企 业 取 值 为１；是 否 外 贸，出 口 交 货 值 为 正 的 取 值 为１；

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大于１００％的赋值为１；固定资产密集型，人均固定资

产的对数值大于１０的取值为１。表３列示了ＦＥ、ＲＥ及其聚类到省份和企业

的估计结果。从中可见，中 国 “官 民 比”对 微 观 企 业 产 生 显 著 的 利 润 贡 献，

这再一次证明了本文核心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表３　基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计量方法 ＲＥ　 Ｆ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省份） Ｃｌｕｓｔｅｒ（企业）

“官民比”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１６１＊＊＊

（４．８４） （６．２５） （１．７８） （３．２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否 是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Ｎ　 １　６５４　６８７　 １　６５４　６８７　 １　６５４　６８７　 １　６５４　６８７

　　注：括号中是ｚ值或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三）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区内企业利润会否反作用于政府人员规模？在国外，企业利润上 涨 有 助

于充实地方财源，松弛财政预算约束，从而使地方财政有能力供养更高水平

的 “官民比”。但是这一影响渠道在中国并不顺畅，如前所述，中国地方编制

规模的政治决定 （中央政府政治操控）大大超过预算决定。但即使不存在反

向因果，也无法彻底排除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其他潜在的内生性来源，这

些可能导致表１估计发生偏误。

我们选择人口方面的 “上一年人口出生率”作为工具变量。反映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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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人口特征的指标是地方政 府 人 员 规 模 的 决 定 因 素 之 一 （王 艺 明 等，２０１４）。

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会增加妇幼保健、儿童免疫、医疗资源、教育学位等公共

需求，这些都 “需要”政府部门 提 前 配 备 更 多 的 公 职 人 员。而 且 考 虑 到 人 口

因素影响本地 “官民比”的滞 后 性，这 里 采 用 上 一 年 度 数 据，使 其 更 具 相 关

性。在外生性方面，①虽然高出生率可能带来母婴用品、家政中介服务等相

关产业的更多消费需求进而影响企 业 利 润。但 是，因 变 量ｐｒｏｆｉｔ是 工 业 企 业

利润，不包括家政、医疗、教育等服务业，而且母婴用品所占比重很低。②企

业承担的生育保险费率是外生的政策性因素，也不会因为高出生率而有所变

化。③女性职工生育会否造成额外的用人成本？企业常设有机动人员予以应

急，即使有所影响，在跨期之后和观察至宏观层面都会变得微弱。

表４　控制内生性后 （２ＳＬＳ）

“官民比”度量指标 公务员供养比 国家机构供养比
公共管理和社会

组织供养比

“官民比”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８４０＊＊＊

（２．６４） （２．６６） （２．６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内生性检验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７４

不可识别检验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６８．７９３　 ７２．４９２　 ４３．９５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６２．１４６　 ６４．１４２　 ４３．５４６

第一阶段回归Ｆ 统计量 ６２．１５　 ６４．１４　 ４３．５５

Ｎ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注：括号中是ｚ值；不 可 识 别 检 验 采 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 计 量；＊、＊＊、＊＊＊分 别 表 示１０％、

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尽可能消 除 残 差 的 异 方 差 和 自 相 关，所 有 回 归 均 采 用 稳 健 标 准 差。

表４报告了２ＳＬＳ估计结果。从中可见，内生性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都显著通

过；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 计 量 检 验 值 均 大

于１０％水平临界值１６．３８，而且，２ＳＬＳ回归的第一阶段Ｆ 检验值也超过公认

的安全阀值１０，由此可在较大程度上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恰好识别情

形下没有直接可用的外生性 统 计 检 验，借 鉴 方 颖 和 赵 扬 （２０１１）构 造 半 简 化

式方程，估计发现，在控制 “官民比”后，工具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性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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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下降 （结果略），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工具变量主要通过 “官民比”这一

路径影响企业利润，从而近乎满足排他性约束。重要的是，“官民比”对区内

企业利润率均呈现出显著正效应，这又支持了表１ “大规模政府对企业有利”

的实证结论。

为了验证ＩＶ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 “官民比”指标替换为国家机构

供养比、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供养比，所得的 “官民比”ＩＶ估计系数均是显

著为正的，各项统计检验也与原来保持一致。若替换成机关供养比、机关和

事业供养比，ＩＶ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但因篇幅所限未再报告。

为了进一步减少可能的工具变量适用性争议，①使用对弱工具变量更不

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 （ＬＩＭＬ）。回归发现，“官民比”的ＬＩＭＬ系

数及显著性均与２ＳＬＳ相同 （保留４位小数），这又再次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

可能；②利用Ｃｏｎ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提出的在工具变量 “近乎外生”情况 下

的统计推断 方 法 （ｐｌａｕｓｅｘｏｇ），分 别 估 算 所 有 自 变 量 估 计 系 数 的 联 合 置 信 区

间，发现 “官民比”的左边界均是大于零的，而且表４中的２ＳＬＳ估计系数均

恰好位于置信区间之内。

五、作用机制分析

第二部分从理论上阐释了中 国 “官 民 比”对 区 内 企 业 利 润 的 双 向 影 响 机

制，中介变量是企业税负和公共品存量，分别对企业产生显性的增税效应和

隐性的公共品溢出效应。

（一）中国 “官民比”与企业税负

以地区实际税率ｔａｘ代表企业税负，数据为地方财政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４个主要税种收入之和占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

比重。可能对ｔａｘ施 加 影 响 的 控 制 变 量，除 了 官 员 特 征、产 业 结 构、市 场 竞

争，还有：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②上一年财

政分权度，衡量指标为财政自主度＝ （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省本级预算内

财政收入）－１；③所有其他省份的不等加权实际税率∑ｊ≠ｉ
（ω′ｉ，ｊ×ｔａｘｊ，ｔ），

用于控制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激励下的策略性税收竞争。ω′ｉ，ｊ＝１／｜ａｇｄｐｉ－

ａｇｄｐｊ｜是标准化 的 经 济 特 征 空 间 权 重 矩 阵，对 角 元 素 为０，ａｇｄｐ是１９９９—

２０１４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人）的平均值。

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法进行全样本的门槛效应检验 （Ｘｔｈｒｅｇ），发 现 作

用路径 “‘官民比’→税 负”不 存 在 显 著 的 门 槛 特 征，Ｆ 统 计 量 的Ｐ 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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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故而进行线性的ＦＥ、ＳＣＣ－ＦＥ、全面ＦＧＬＳ和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考虑

到可能存在内生性，也以邻里平均 “官民比”∑ｊ≠ｉ
（ωｉ，ｊ×ｒｇｐｊ，ｔ）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２ＳＬＳ估计。结果列于表５，五种方法得到一致结论：中国省级 “官

民比”显著 加 重 了 区 内 企 业 税 负，这 恰 好 验 证 了 研 究 假 说２，与 江 胜 名

（２０１６）结论相似。“官民比”可能通过非生产性支出、政府职能扩张 （如提

高税收征稽力度）、降低行政效率、滋生寻租腐败等多种途径扩大财政供养需

求，从而强化对本地企业的税收攫取，促使企业实际税率上升。为了验证稳

健性，分别使用地方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收 入、支 出 占 ＧＤＰ之 比 来 替 代 衡 量ｔａｘ，

控制变量不变，估得 “官民比”的ＦＥ、ＳＣＣ－ＦＥ、ＦＧＬＳ和ＩＶ系数均至少在

５％水平下显著 为 正；还 尝 试 减 少 控 制 变 量、替 换ω′为ω、替 换 “官 民 比”、

官员特征指标等，估计结果未见明显变化。

表５　中国 “官民比”是否推高了企业税负？

计量方法 ＦＥ　 ＳＣＣ－ＦＥ 全面ＦＧＬＳ　 ＳＹＳ－ＧＭＭ　 ＩＶ （２ＳＬＳ）

“官民比”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３９９＊＊＊

（２．４２） （２．５６） （２．１３） （１．８５） （２．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注：括号中 是ｔ值 或ｚ 值；ＩＶ估 计 的 不 可 识 别 检 验Ｐ 值 为０．００６１，弱 工 具 变 量 检 验 统 计 量

３７．８２３大于１０％水平临界值１６．３８，内生性检验Ｐ 值为０．０１１２；＊、＊＊、＊＊＊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

显著性水平。

（二）“官民比”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参照金戈 （２０１２）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省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Ｋ
（不变价格），然后除以 地 理 面 积 得 到 基 础 设 施 资 本 存 量 密 度 （万 元／平 方 千

米），再取自然对数值作为公共品的代理变量。根据前人研究引入必要的控制

变量，除了财政分权、官员特征、对外开放程度、市 场 竞 争，还 有：①相 邻

地区的平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密度，用ω 计算后取自然对数值，控制地方基

础设施投资的邻里效应和中央基础设施投资的跨区连接效应；②上一年官员

腐败率，以每千名公务员的职务 犯 罪 立 案 数 来 衡 量，立 案 数 据 取 自 《中 国 检

察年鉴》和各省检察工作报告，公务员与计算 “官民比”时的口径相同。

两次门槛面板Ｘｔｈｒｅｇ回归发现，作用机制 “‘官 民 比’→公 共 品 存 量”

具有显著的单一门槛特征，Ｆ 统计量 （３８．８８和３８．８５）均大于１０％水平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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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门槛值均为０．７４２０，９５％水平的置信区间均为 （０．７４０８，０．７４５５）；但是

双重门槛检验均不显著，Ｆ 统计量Ｐ 值分别为０．４６７５和０．４７００。表６显示，

“官民比”在低于０．７４２０时对地区公共品供给有不显著的挤出效应。新增公

务员对公共品的边际报酬尚不足以弥补其所挤占的财政资源 （吃 “皇粮”）。

但在门槛线０．７４２０以上， “官民比”开始呈现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增加了有

效公共品供给。线性的ＦＥ和ＦＧＬＳ估计同样支持这一结果。研究假说１由此

得证。出于稳健性，尝试用国家机构供养比代替回归，发现单一门槛特征依

然显著 （Ｐ＝０．０５），“官民比”只在门槛值０．７１０８以上产生显著正效应；ＦＥ
和全面ＦＧＬＳ估计系数分别为０．１８２０＊＊和０．０９９９＊＊＊。

表６　中国 “官民比”是否促进了公共品供给？

计量方法
Ｘｔｈｒｅｇ　 ＦＥ 全面ＦＧ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官民比”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０９１８＊＊＊ ０．０８９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５．５８） （５．４２）

“官民比”（０）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８０５

（－０．９８） （－０．９８）

“官民比”（１） ０．１４５３＊＊ ０．１４５０＊＊

（２．１１） （２．１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官员腐败率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９７９２　 ０．９７９２　 ０．９７７６　 ０．９７７６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７９９　７９８．０５　７３７　８０１．９３

Ｎ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注：括号中是ｔ值或ｚ值；Ｘｔｈｒｅｇ回归时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抽样均为４００次，异常值去除比例统一设

为０．１；＊、＊＊、＊＊＊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政府所提供公共品可以为区内企业带来显著正外部性，这在学术界早已

取得共识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９），不少相关研究直接假定有效公共品能线性地增

加企业利润。综上，正是在作用机制 “‘官民比’→税负”和 “‘官民比’→
公共品存量”的双向合力之下，反哺效应 “‘官民比’→企业利润”才得以发

生。此外，反哺效应在动态调整中亦呈现出非线性的单一门槛特征：在某一

拐点前后影响方向由负向变为正向。相关内容因篇幅所限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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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考察反哺效应的异质性表现：①地区差异，除了拆分东部 与 中 西

部地区样本，本文还根据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官员腐败率 （滞 后 一 期）的 平 均 值，

以３．１７为界，将样本地区平均分成高、低腐败率 两 组，各１５个 省 份。②企

业差异，根据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区分大、中、小型规模等 级，各 类

规模的企业利润率是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引入与基准回归相同的

控制变量并统一进行ＦＥ估计，“官民比”系数列于表７：

低腐败率地区的 “官民比”对企业利润有显著边际贡献，而在高腐败率

地区却有负面影响。廉洁型政府的政商关系 “亲” “清”，可以为企业生产经

营创造有利 的 制 度 环 境。而 腐 败 会 激 励 企 业 家 对 非 生 产 性 活 动 的 投 入 偏 好

（贿赂寻租），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何轩等，２０１６）。中西部

“官民比”对区内企业 利 润 有 显 著 正 效 应，而 在 东 部 却 产 生 负 效 应。这 是 因

为，中西部比 东 部 获 得 更 多 的 中 央 税 收 返 还 和 转 移 支 付，相 对 较 少 比 例 的

“吃饭财政”供养负担归宿于本地企业。本文已通过对表５分组ＦＧＬＳ检验地

区异质性予以证实 （结果略）。可见， “官民比”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存在跨区

域变化，省际无 差 异 的 “官 民 比”并 非 最 有 效 率。以 上 地 区 异 质 性 结 论 在

ＳＣＣ－ＦＥ估计和Ｃｌｕｓｔｅｒ处理时仍是稳健的。

“官民比”对小型企业利润产生显著正向传递，而对中、大型企业利润的

影响却是负的，该 结 论 在ＳＣＣ－ＦＥ估 计 和Ｃｌｕｓｔｅｒ处 理 时 仍 然 成 立，表 明 了

“官民比”对区内不同 规 模 企 业 的 影 响 力 不 是 均 等 化，而 是 有 所 偏 向。原 因

是，“官民比”提供的公共品存量大多是普遍受益的 （非排他性），但其带来

的税收负担往往更多落在重点税源身上。在中国现行税制下，不管是中央政

策层面的税收优惠设计，还是地方执法层面的征管稽查力度，小规模企业总

是受到税收待遇的 “特殊照顾”，目的是鼓励创业、扶持成长和培植税源。通

过对表５进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检验，稳健地证实了中国财政供养公务员的

增税效应更多地作用于大型企业 （结果略）。

表７　 “官民比”对企业利润的异质性影响

分组变量
地区差异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

高腐败率 低腐败率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官民比”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４９０＊

（－１．５８） （２．３７） （－１．４８）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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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组变量
企业规模差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大型 中型 小型

“官民比”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５５８＊＊＊

（－１．０８） （－０．３５） （３．３４）

　　注：括号中是ｔ值；７次回归均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分别表 示１０％、５％、１％的

显著性水平。

七、进一步分析：中国 “官民比”与财政支出效率

虽然地方 “官民比”对企业总体有利，但不代表它总是越高越 好。程 文

浩和卢大鹏 （２０１０）等指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降低了

行政效率，本 文 首 次 对 此 进 行 实 证 检 验。利 用 产 出 导 向 的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ＶＲＳ模型，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估 算 了 省 级 财 政 支 出 效 率 （唐 飞 鹏，２０１７），

对应于前文的ｅ和γ。门槛效应检验不显著 （Ｐ＝０．７），故而以全面ＦＧＬＳ方

法估计省际 “官民比”对财政支出效率的线性影响。控制变量除了官员腐败

率、财政分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密度、官员特 征，还 有：人 口 密 度，用 年

末常住人口除以地区面积再取自然对数；县均面积，用地区面积除以县级区

划数；公务员相对工资，是国家机关平均劳动报酬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之比。

回归结果列于表８，恰好证实了研究假说４：地方政府人员规模扩张对财

政支出效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而且东部比中西部更明显２。这一结论在递

减控制变量或替换 “官民比”指 标 时 也 都 是 稳 健 的。原 因 在 于，中 国 地 方 政

府机构重叠、多头管理造成了资源空耗和干扰效应；在短期有限的财政能力

下，安排过多的行政人员会挤占生产性公共品支出，传统官本位思想和权力

自利倾向使 “系统内”成为量多质优资源福利的聚拢地，从而抑制地方财政

支出的产出绩效。如果任由 “官 民 比”刚 性 上 升，公 务 员 行 政 效 率 将 越 发 低

下，当公共品供给—溢出效应无法弥补增税效应的时候，公务员的规 模 经 济

红利———反哺效应就将消失 （式 （１１））。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公务

员编制管理刚性约束，严控地方政府编制规模，着力提升在编存量的行政效

率和治理能力。

２ 这亦为反哺效应的东中西地区差异 （表７）提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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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中国省际 “官民比”与财政支出效率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全面ＦＧＬＳ　 ＳＣＣ－ＦＥ　 ＦＥ 全面ＦＧＬＳ 全面ＦＧＬＳ

“官民比” －０．０８１６＊＊＊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８６７＊＊ －０．１３２１＊＊＊ －０．０７６２＊＊＊

（－４．１６） （－２．２５） （－２．１０） （－２．９５） （－６．９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Ｗａｌｄ统计值 ４　６５２．１１　 ６４　５６５．３１　 ４　７４２　４７６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６９２４　 ０．６９２４

Ｎ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１７６　 ３０４

　　注：括号中是ｔ值或ｚ值；＊、＊＊、＊＊＊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次从企业视角实证分析中国地方政府人员规模的经济效应，发现

地方 “官民比”可以显著增加 区 内 企 业 利 润。通 过 应 用 多 种 计 量 方 法、控 制

内生性、替换 “官民比”指标、调整控制变量和利用ＲＥＳＳＥＴ微观数据，以

上结论均保持稳健。这颠覆了 社 会 上 对 “官 民 比”的 一 贯 负 面 认 知。究 其 原

因，人们习惯于将税痛感归责于公务员职业群体的供养负担，同时不自觉地

忽视或低估了公职人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对企业产生的正外部性。对此，本

文分别验证了双向作用机制 “‘官民比’→企业税负”和 “‘官民比’→公共

品存量”，为 “‘官民比’→企业利润”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佐证。还有，把个

别或局部存在的不良现象当成普遍规律，从而滋生极端认识和抱怨情绪。本

文异质性分析得到，“官民比”反哺效应分别显著发生于低腐败率地区、中西

部地区和受到税收保护的 小 型 企 业。最 后，中 国 地 方 “官 民 比”虽 然 对 区 内

企业的边际报酬为正，但却正处于效率下降区间。

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社会民生、经 济 发

展和政府形象等多方面问题都会溯源于此并在此寻求解决。本文实证揭示了

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市场、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的内在传导机制。根

据所得结论，我们对中国 “官民比”的评价应当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

方公务员编制规模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有度的合

理区间。中国不应一 味 地 追 求 “小 政 府”或 “大 政 府”，而 应 基 于 “有 限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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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和 “有效政府”。对不同地方政府的编制管理不宜采

取 “一刀切”，而应进行因地制宜的差异化调控。中央政府在统筹分配编制指

标时，既要考虑地方本级财政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地方事权特别是地区性

公共品的投入需要，更要顾及地方政府人力规模的效率瓶颈问题。对于现代

国家政府职能的刚性扩张趋势，我们应当致力于提高现行人员配置下的行政

效率予以应对，而不是单纯依靠官僚扩张来弥补。建议通过部门 （“三多三

少”）和职级 （“官官比”）的结构性调整来消除局部性冗员现象，通过监督

约束、绩效考评和公平晋升，激发公务员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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